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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基础设施建设曾是投资驱动增长的典型模式，而随着中国经济进
入“新常态”，基础设施的作用需要重新定位。本文整理了 30个省份 1999-2017
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基础设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
制。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整合市场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并且这一结果随着基础设施类型和所在地区的不同呈现出差异性。本文给
出的政策建议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和效率驱动，但必
须注重建成之后的利用效率，防止过度投资。政府部门还应着力于制度环境建设，
使基础设施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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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为中国的实践所证明：基础设施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约 3%上升为 2014 年的 11%，对同期 GDP 增长的拉动

作用达 9.3%（胡李鹏等，2016）。西部大开发、“四万亿”刺激计划和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等国家战略，均是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应对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

重要手段。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过去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

长模式频繁地触及资源硬约束的边界，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新时代下的新发

展观，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经济运行必须以质量

和效率为导向，即实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金碚，2018）。基础设施建设通常

被认为是投资驱动模式的典型体现，而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和高效率增长的时代背

景之下，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推行，基础设施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贡

献几何，这些问题都亟待回答。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生产要素投入以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

的产出增加，是经济效率的综合体现。本文以基础设施和 TFP 为研究对象，探

究基础设施能否以及通过何种路径对 TFP 产生影响。由于基础设施是一个涉及

交通、通信和能源等诸多领域的宽泛概念，难以纳入共同框架下进行综合分析，

本文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设施的代表 1，因为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根

据胡李鹏等（2016）的估算，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在基础设施存量中占

比达 61%，为所有基础设施行业中最高。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影响 TFP

的作用机制。既有研究更多关注基础设施和 TFP 之间的整体关系，而对基础设

施促进 TFP 的中介机制涉及较少。其次，本文通过分样本回归，考察了基础设

施对 TFP 影响的地区差异性，使得本文的结论和建议更加具有针对性。 
本文剩下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通过总结归纳既

有文献来提出待检验的假说。第三部分对各省份的 TFP 进行了核算。第四部分

介绍了本文的实证模型、变量和估计方法。第五部分是对实证结果的分析。第六

部分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1如未特别注明，下文中的“基础设施”均指代“交通基础设施”。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假说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张学

良（2012）、刘勇（2010）、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的研究均证实了基础设施建

设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后续的研究则进一步挖掘了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

的作用机制：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张光南等，2010）、降低企

业库存水平（李涵和唐丽淼，2015）、实现地区专业化（李红昌等，2016）以及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吴福象和沈浩平，2013）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新古典增长模型指出，受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长期增

长的动力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经济转向效率驱动的背景下，针对

基础设施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基础设施的短期增长效应，而应当关注基础设施与

TFP 之间的关系。Aschauer（1989）证明了美国的公路、机场和水路等基础设施

对于 TFP 的积极作用；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等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技术，发

现我国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刘秉镰等（2010）利用空间

计量模型，发现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对中国 TFP 增长的贡献率达 59.1%，且基础

设施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施震凯等（2018）的研究采用微观企业数据，发

现铁路提速有助于改善企业 TFP；郭凯明和王藤桥（2019）通过构建多部门一般

均衡模型，发现基础设施投资虽然降低了服务业的比重，但使得劳动生产率的增

速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利用不同类型的数据和不

同的方法证明了“基础设施能够促进 TFP 的提高”这一命题。本文希望在此基

础上更进一步，探究基础设施促进 TFP 的作用机理，作为对既有研究的补充和

完善。 
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提高要素流动的效率，改善地区通达性，从而使现实中

的时空距离得以缩短，带来“时空压缩”和“边界突破”效应（刘生龙和胡鞍钢，

2011）。作为商品流通的载体，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降低流通过程中的“冰山成

本”，促进区域间贸易的开展，从而对既有的市场壁垒产生冲击，有助于市场的

整合（范欣等，2017）。而市场整合对于改善区域经济效率有重要意义：首先，

市场整合扩大了企业的市场范围，使企业得以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规模效益；其

次，市场分割的破除有助于避免“诸侯经济”，促进地区生产的合作与专业化（申

广军和王雅琦，2015）；另外，市场整合带来更激烈的竞争，驱使企业进行技术

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陈丰龙和徐康宁，2012）。 
技术创新是 TFP 提高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就

是对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处在技术前沿的

部门而言，技术创新主要来自研发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且

面临较高的失败风险。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企业降低日常经营成本，将更多的

资金投入研发过程。完备的基础设施还提高了信息传输效率，使企业更好地把握

新技术的供需动态，降低研发风险，提高创新效率（孙早和徐远华，2018）。此

外，技术人员通过基础设施进行更高频的交流，有助于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萌发。 
与技术前沿部门相反，技术落后部门主要通过接收前沿部门的技术扩散，或

是进行创造性仿制，来提升创新效率和实现技术追赶（毛昊等，2018）。作为研

发活动成果的新技术可以是显性的，但更多是隐性的。显性的技术能够通过物化

的交易过程从技术先进地区扩散到相对落后地区，而隐性的技术无法物化和编码，

更多地依赖于技术人员之间的直接交流而发生扩散（蒋仁爱和冯根福，2012）。
基础设施压缩了地区间的时空距离，便利了技术人员的流动，减少了信息传输过

程中的失真和漏损（龙玉等，2017），使得后发追赶者更容易模仿和学习前沿部



门，提高自己的创新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 1——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 TFP 的提高。 
理论假说 2——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整合市场来提高 TFP。 
理论假说 3——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提高 TFP。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 

（一）数据选取 
基于数据可得性 1，本文的 TFP 核算区间为 1999-2017 年，产出变量为各省

份的地区生产总值，投入变量为物质资本和全社会从业人员。其中，各地区生产

总值和从业人员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

料汇编》，资本存量参考张军（2004）和单豪杰（2008）的方法测算得到。地区

生产总值与物质资本存量均按照 2000 年价格进行缩胀处理。因缺失数据较多，

西藏未包含在样本中。重庆市 1997 年前的资本存量无法单独估计，本文按照其

地区生产总值占四川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四川省的资本存量进行了拆分。综上，

本文的样本数据为 1999-2017 年间，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后

文的样本范围与此一致。 
（二）核算方法的选择 

目前，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核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主要有两类：随

机前沿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田友春等，2017）。SFA 与 DEA
均为前沿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经济单位的实际产出与产出边界的偏离程度

视为技术效率，二者的区别在于对产出边界的估计方法不同，前者是一种参数估

计方法而后者是非参数估计方法。本文拟采用 SFA 法对 1999-2017 年各省份的全

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因为相比于 DEA 法，SFA 法考虑了随机误差对经济效率

的作用，同时受极端值的影响较小，且能够避免“技术退步”这一不合理现象的

出现，更加契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傅晓霞，吴利学，2007）。 
（三）前沿生产函数的确定与 TFP 核算 

结合 Battese 和 Coelli（1992）提出的效率时变模型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

本文将前沿生产函数设定为： 

ln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3𝑖𝑖 + 𝛽𝛽4𝐾𝐾𝑖𝑖𝑖𝑖2 + 𝛽𝛽5𝐿𝐿𝑖𝑖𝑖𝑖2 + 𝛽𝛽6𝑖𝑖2 + 𝛽𝛽7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8𝑖𝑖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9𝑖𝑖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𝑣𝑣𝑖𝑖𝑖𝑖 − 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 �𝑢𝑢𝑖𝑖 ∙ 𝑒𝑒[η(𝑖𝑖−𝑇𝑇)]�~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𝑁𝑁+(𝜇𝜇,𝜎𝜎𝑢𝑢2)#(1)  

其中，Y、K 和 L 分别代表各省份的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i 代表省

份，t 代表年份，T 代表基期年份；𝑣𝑣𝑖𝑖𝑖𝑖为随机扰动项；𝑢𝑢𝑖𝑖𝑖𝑖为技术无效率项

（inefficiency term），其服从零点截断的正态分布；η称为时变参数，用于反映技

术无效率程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在对（1）式进行参数估计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假设检验，如是否可以使

用 SFA 模型、是否有必要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技术效率是否存在时变性以

及技术进步是否为希克斯中性等等，一般采取单边似然比（LR）检验（Timothy 
J.Coelli, et al,2004）。单边似然比检验的 LR 统计量为： 

𝐿𝐿𝐿𝐿 = −2[ln 𝐿𝐿(𝐻𝐻0) − ln 𝐿𝐿(𝐻𝐻1)]#(2)  

                             
1 2017 年后《中国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各省份固定资本形成额；1999 年之前各省份的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

缺失较为严重。 



其中，𝐿𝐿(𝐻𝐻0)和𝐿𝐿(𝐻𝐻1)分别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成立时的似然函数值。LR 统计量

服从混合卡方分布。如果 LR 统计量的值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反之，则

接受原假设。 
本文利用 Frontier 4.1 软件对（1）式进行假设检验，具体细节及检验结果如

表 1 所示： 
表 1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检验内容 假设 似然函数

对数值 LR 统计量 自由

度 k 𝜒𝜒0.95
2 (𝑘𝑘) 结论 

SFA 模型的适用

性 1 

𝐻𝐻0: γ = 0 193.1892 
1090.8034 3 7.045 拒绝𝐻𝐻0 

𝐻𝐻1: γ ≠ 0 738.5909 

超越对数生产函

数适用性 

𝐻𝐻0:二次项系数全为 0 503.2817 
470.6184 3 7.045 拒绝𝐻𝐻0 

𝐻𝐻1: 二次项系数不全为 0 738.5909 

模型是否存在技

术变化 

𝐻𝐻0:𝛽𝛽3 = 𝛽𝛽6 = 𝛽𝛽8 = 𝛽𝛽9 = 0 633.6830 
209.8158 3 7.045 拒绝𝐻𝐻0 

𝐻𝐻0:𝛽𝛽3,𝛽𝛽6,𝛽𝛽8,𝛽𝛽9不全为 0 738.5909 

技术变化是否为

希克斯中性 

𝐻𝐻0:𝛽𝛽8 = 𝛽𝛽9 = 0 797.5267 
-117.8717 3 7.045 接受𝐻𝐻0 

𝐻𝐻0:𝛽𝛽8,𝛽𝛽9不全为 0 738.5909 

技术效率是否存

在时变性 

𝐻𝐻0: η = 0 789.6501 
15.7532 2 5.14 拒绝𝐻𝐻0 

𝐻𝐻1: η ≠ 0 797.5267 

假设检验结果显示，选择 SFA 模型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是合适的，且模型

存在显著的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技术效率的时变性同样得到证实。基于此，本

文最终确定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ln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3𝑖𝑖 + 𝛽𝛽4𝐾𝐾𝑖𝑖𝑖𝑖2 + 𝛽𝛽5𝐿𝐿𝑖𝑖𝑖𝑖2 + 𝛽𝛽6𝑖𝑖2 + 𝛽𝛽7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𝑣𝑣𝑖𝑖𝑖𝑖 − 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 �𝑢𝑢𝑖𝑖 ∙ 𝑒𝑒[η(𝑖𝑖−𝑇𝑇)]�~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𝑁𝑁+(𝜇𝜇,𝜎𝜎𝑢𝑢2)#(3)  

利用 Frontier 4.1 软件对（3）式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系数 估计值 t 统计量 
𝛽𝛽0 -0.6551  -0.9716  
𝛽𝛽1 0.6783*** 9.9121  
𝛽𝛽2 0.8147*** 3.6298  
𝛽𝛽3 0.0609*** 16.6298  
𝛽𝛽4 -0.0340*** -6.3392  
𝛽𝛽5 -0.0649*** -3.4044  
𝛽𝛽6 -0.0004*** -3.1174  
𝛽𝛽7 0.0520*** 4.6998  
𝜎𝜎2 0.1236*** 22.1462  

                             
1判断 SFA 模型适用性的主要依据是检验γ = 𝜎𝜎𝑢𝑢2

𝜎𝜎𝑢𝑢2+𝜎𝜎𝑣𝑣2
是否为 0。γ反映了技术效率差异对个体间总效率差异的

解释程度。 



𝛾𝛾 0.9790*** 594.5105  
𝜇𝜇 0.6958*** 12.3223  
η -0.0148*** -9.0840  

Log likelihood function 797.5267 
LR 检验 1210.5586***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 2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除常数项以外的所有系数均能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根据刘秉镰等（2010）和田友春等（2017）提出的方法，

各省份的 TFP 可以表示为：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𝑒𝑒𝛽𝛽0+𝛽𝛽3𝑖𝑖+𝛽𝛽6𝑖𝑖2 ∙ 𝑇𝑇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𝑒𝑒𝛽𝛽0+𝛽𝛽3𝑖𝑖+𝛽𝛽6𝑖𝑖2 ∙ 𝑒𝑒𝑢𝑢𝑖𝑖𝑖𝑖 #(4)  

其中，𝑒𝑒𝛽𝛽0+𝛽𝛽3𝑖𝑖+𝛽𝛽6𝑖𝑖2
代表了第 t 期的技术前沿面水平，𝑇𝑇𝑇𝑇𝑖𝑖𝑖𝑖代表了省份 i 在第 t 期的

技术效率，二者的乘积就代表了省份 i在第 t期的技术水平，即全要素生产率TFP。
测算结果显示，30 个省份的 TFP 平均值由 1999 年的 0.2818 上升为 2017 年的

0.6564，年均增长率达 4.8%1。由此可见，我国过去近 2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有

很大一部分得益于 TFP 的不断提高。 

四、实证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模型的设计 
参考张勋等（2018）、程令国等（2014）和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分

析框架，本文将基准模型设计如下：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𝛼𝛼1 ln 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𝑖𝑖 + 𝐶𝐶𝐶𝐶 + 𝑢𝑢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5)  

其中，ln 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𝑖𝑖代表了省份 i 在第 t 期的基础设施存量对数值，CV 是控制变量

集，𝑢𝑢𝑖𝑖代表省份固定效应，𝜀𝜀𝑖𝑖𝑖𝑖为随机扰动项。若系数𝛼𝛼1显著且大于 0，则证明基

础设施建设有助于 TFP 的提高。 
进一步地，为验证基础设施对 TFP 的作用路径，本文在（5）式中加入中介变量，

同时将中介变量对基础设施变量进行回归：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𝛼𝛼1
′ ln 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2𝑀𝑀𝑒𝑒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𝐶𝐶𝐶𝐶 + 𝑢𝑢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6)  

𝑀𝑀𝑒𝑒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 ln 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𝑖𝑖 + 𝐶𝐶𝐶𝐶 + 𝑢𝑢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7)  

其中，𝑀𝑀𝑒𝑒𝑖𝑖𝑖𝑖𝑖𝑖代表基础设施影响 TFP 的中介变量。若𝛼𝛼1
′、𝛼𝛼2和𝛽𝛽1均显著，则中介

效应成立；若𝛼𝛼1
′不显著，𝛼𝛼2和𝛽𝛽1均显著，则完全中介效应成立；若𝛼𝛼2和𝛽𝛽1至少有

一个不显著，则需进一步进行 Sober 检验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成立。当模型中存

在多个核心解释变量或是多个中介变量时，分析方法与上文类似。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各省份的基础设施存量水平，采用运输线路密度作为

代理。此外，为考察不同基础设施作用的异质性，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刘秉镰

和刘玉海，2011），本文在模型中同时纳入各省份的每百平方公里铁路运营里程

的对数值（ln𝐿𝐿𝐼𝐼𝑖𝑖𝑅𝑅）和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里程的对数值（ln𝐿𝐿𝑅𝑅𝐼𝐼𝑖𝑖）。 
2.中介变量 

                             
1限于篇幅，各省份的 TFP 测算结果未予列出。 



根据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说，本文的中介变量有两项：市场整合度（ln 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𝑒𝑒𝑡𝑡𝑖𝑖𝑖𝑖）
与技术创新水平（ln 𝐼𝐼𝐼𝐼𝑣𝑣𝑖𝑖𝑖𝑖）。市场整合度的计算参照盛斌和毛其淋（2011）的做

法，其核心思想是是利用地区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异来衡量市场整合程度，具体计

算过程在此不予赘述。专利授权量是测度地区创新活动的重要指标（张杰等，

2016），因此本文采用各省份每万人专利授权量来衡量其技术创新水平，这与既

有研究类似（龙小宁和王俊，2015）。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集 CV 中包含的变量有：（1）政府干预程度（Gov）。适度

的政府干预有利于完善公共服务和设施，促进地区 TFP 的提高；过度的政府干

预则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腐败行为的出现，恶化地区的经济效率。本文

用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反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2）产业结构（Sec）。
一般认为，资源从第二产业向附加值较高的第三产业转移有利于改善经济效率。

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3）出口依存度（Exp）。
出口依存度较高的省份一方面能够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国外的先进技术，有

利于 TFP 的提高；另一方面，出口依存度较高可能导致“低端锁定”，对地区 TFP
有不利影响。本文用出口额（按货源地分）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出口依存

度。 
上述变量的数据均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

汇编》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表 3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ax Min 
TFP 570 0.4677  0.2109  1.2436  0.1365  

ln𝐿𝐿𝐼𝐼𝑖𝑖𝑅𝑅 570 0.3965  0.8384  2.2672  -2.1980  
ln𝐿𝐿𝑅𝑅𝐼𝐼𝑖𝑖 570 3.9050  0.9080  5.3476  0.6987  
ln 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𝑒𝑒𝑡𝑡 570 3.8782  0.3607  4.7207  2.6617  

ln 𝐼𝐼𝐼𝐼𝑣𝑣 570 0.5107  1.3863  3.8973  -2.0412  
Gov 570 0.1939  0.0914  0.6269  0.0478  
Sec 570 0.4538  0.0801  0.6013  0.1901  
Exp 570 0.1518  0.1817  0.9159  0.0072  

（三）模型的估计方法 
对于特定省份而言，TFP 与基础设施存量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

基础设施存量较高的省份可能拥有较高的 TFP；反过来生产率较高的省份可能拥

有较为充足的资金，从而布局更多的基础设施（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因此，

本文的模型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普通 OLS 估计量可能并不可靠。

本文借鉴王自锋等（2014）的做法，将滞后一期的铁路和公路密度作为当期铁路

和公路密度的工具变量，采用 IV-GMM 估计来克服内生性问题。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本文以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样本进行基准分析，以探究基

础设施与 TFP 的整体关系，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在分析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

之前，有必要关注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的正确性。DM 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不

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这一结果在模型（1）—



（3）中保持一致。同时，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证实了工具变量选择

的有效性。基于此，可以认为本文采用 IV-GMM 估计来处理内生性问题是合适

的。 
模型（1）展示了未加入中介变量时，基础设施及控制变量对 TFP 的影响。

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对于 TFP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铁路和公路密度

每提高 1%，分别可以使 TFP 提高约 0.22 个和 0.19 个单位，假说 1 得到了证实。

政府干预程度与 TFP 显著负相关，说明过高的政府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

恶化经济效率。二产占比与 TFP 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联，说明我国的第二产业

效率较低，有必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出口依存度对 TFP 的作用

同样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会抑制自主创新能力，落入“低端锁定”的困境（刘生龙

和胡鞍钢，2010）。 

表 4基准回归结果 

TFP （1） （2） （3） 

ln𝐿𝐿𝐼𝐼𝑖𝑖𝑅𝑅 
0.2218*** 

(0.0534) 
0.1991*** 
(0.0527) 

0.1625*** 
(0.0568) 

ln𝐿𝐿𝑅𝑅𝐼𝐼𝑖𝑖 
0.1895*** 
(0.0277) 

0.1804*** 
(0.0252) 

0.1362*** 
(0.0282) 

ln 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𝑒𝑒𝑡𝑡  
0.0403*** 
(0.0105) 

0.0318** 
(0.0097) 

ln 𝐼𝐼𝐼𝐼𝑣𝑣   
0.0326*** 
(0.0115) 

Gov 
-0.6091*** 
(0.2122) 

-0.6218*** 
(0.2059) 

-0.6807*** 
(0.1829) 

Sec 
-0.6485*** 
(0.1344) 

-0.6474*** 
(0.1288) 

-0.5836*** 
(0.1323) 

Exp 
-0.3335*** 
(0.0772) 

-0.3273*** 
(0.0784) 

-0.2976*** 
(0.0751)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内生性检验（DM 检验）P 值 0.0000 0.0010 0.0004 

识别不足检验 
LM 统计量 9.881 9.594 15.298 

P 值 0.0017 0.0020 0.0001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311.182 317.602 267.132 

Kleibergen-Paap Wald F 统计量 99.576 98.562 62.231 
过度识别检验 Hansen J 统计量 0.000 0.000 0.000 

N 540 540 540 
𝐿𝐿2 0.7761 0.7922 0.8175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进一步地，我们对基础设施促进 TFP 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参考张勋等（2018）
的做法，本文先将中介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再将中介变量逐个加入模

型（1）中，并观察各变量系数及显著性的变化。 
首先验证假说 2：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整合市场来提高 TFP。表 5 的第 1 列结

果显示，铁路和公路密度的提高有助于整合市场，且这一结论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在此基础上，我们在表 4 的模型（1）中加入市场整合变量，得到模

型（2）。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市场整合度与 TFP 显著正相关。同时，在

加入市场整合这一中介变量之后，铁路和公路密度的系数符号及统计显著性未发

生变化，但系数的值从 0.2218 和 0.1895 降低 0.1991 和 0.1804，说明在控制基础

设施通过整合市场对 TFP 的影响之后，基础设施对 TFP 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

综合表 4 和表 5 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基础设施对 TFP 的提高，有一部分是通

过整合市场来实现的，假说 2 得到了证实。 

表 5中介变量对基础设施变量的回归结果 

中介变量 
市场整合 
Ln(integ) 

技术创新 
Ln(inv) 

ln𝐿𝐿𝐼𝐼𝑖𝑖𝑅𝑅 
0.5638*** 

(0.1440) 
1.2712*** 
(0.2383) 

ln𝐿𝐿𝑅𝑅𝐼𝐼𝑖𝑖 
0.2261** 
(0.0956) 

1.4163*** 
(0.1457) 

控制变量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内生性检验 P 值 0.0013 0.0002 

识别不足检验 
LM 统计量 9.881 9.594 

P 值 0.0017 0.0020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311.182 311.182 

Kleibergen-Paap Wald F 统计量 99.576 99.576 
过度识别检验 Hansen J 统计量 0.000 0.000 

N 540 540 
𝐿𝐿2 0.4636 0.8525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接下来验证假说 3：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提高 TFP。表 5 的第

2 列结果显示，铁路和公路密度提高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表 4 的模型（3）进

一步加入了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 TFP 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人均专利数量提高 1%，能够使 TFP 提高约 0.03 个单位。此外，在加入技

术创新变量后，其余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及统计显著性未发生改变，但基础设施变

量的系数进一步下降，说明在控制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创新对 TFP 的影响之后，

基础设施对 TFP 的促进作用下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基础设施对 TFP 的提高，

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的，假说 3 同样得到了证实。 
（二）分地区回归结果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 1两个子样本分别进

行回归，以考察基础设施对 TFP 的作用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结果如表 6 和表 7
所示。 

1.东部地区回归结果 
表 6 的方程（1）—（3）及表 7 的前两列报告了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随着中介变量的逐个加入，东部地区公路和铁路密度对 TFP 的显著促进作用保

                             
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及海南。中西部地区包

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 



持稳定，且基础设施通过整合市场来促进 TFP 提高这一路径依然存在。可见，

假说 1 和假说 2 在东部地区仍然得到了验证。然而，尽管表 7 显示东部地区基础

设施存量的提高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但表 6 中技术创新变量（ln 𝐼𝐼𝐼𝐼𝑣𝑣）没能通过

显著性检验，即人均专利授权量的增加并不能带来 TFP 的提高。针对技术创新

路径的 Sober 检验也显示 1，如果采用人均专利授权量代理技术创新水平，基础

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提高 TFP 的中介效应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这与理论

假说 3 相悖。根据张杰等（2016）的研究，我国积极推行的专利资助政策催生了

大量创新层次较低的外观专利，出现了“创新泡沫”和“创新假象”。外观专利

不能很好的体现技术创新的内涵，对于其他创新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

因此，采用三种专利授权总量作为技术创新水平的代理指标，可能存在一定程度

的失真。本文将外观专利从代理指标中剔除，采用每万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数量之和来衡量技术创新水平，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证实了基础设施通过促进

技术创新提高 TFP 这一路径的显著性 2。 

表 6分地区回归结果 

地区 东部 中西部 

TFP (1) (2) (3) (4) (5) (6) 

ln𝐿𝐿𝐼𝐼𝑖𝑖𝑅𝑅 
0.2183*** 

(0.0721) 

0.1921*** 

(0.0634) 

0.1736*** 

(0.0643) 

0.1344** 

(0.0528) 

0.1092** 

(0.0549) 

0.0454 

(0.0550) 

ln𝐿𝐿𝑅𝑅𝐼𝐼𝑖𝑖 
0.2704*** 

(0.0431) 

0.2546*** 

(0.0330) 

0.2210*** 

(0.0419) 

0.1296*** 

(0.0331) 

0.1250*** 

(0.0307) 

0.0740*** 

(0.0268) 

ln 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𝑒𝑒𝑡𝑡  
0.0602*** 

(0.0151) 

0.0557*** 

(0.0149) 
 

0.0329*** 

(0.0084) 

0.0217*** 

(0.0059) 

ln 𝐼𝐼𝐼𝐼𝑣𝑣   
0.0219 

(0.0144) 
  

0.0432*** 

(0.0085) 

Gov 
-0.6633*** 

(0.4316) 

-0.6760*** 

(0.3557) 

-0.7225** 

(0.3304) 

-0.1272 

(0.1706) 

-0.1396 

(0.1577) 

-0.2247* 

(0.1164) 

Sec 
-0.8797*** 

(0.1787) 

-0.8512*** 

(0.1666) 

-0.8083*** 

(0.1808) 

-0.3093 

(0.1932) 

-0.3131* 

(0.1754) 

-0.2374 

(0.1635) 

Exp 
-0.3222*** 

(0.1079) 

-0.3061*** 

(0.1054) 

-0.2793*** 

(0.1071) 

0.1034 

(0.1667) 

0.0827 

(0.1618) 

0.777 

(0.1487)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内生性检验 P 值 0.0151 0.0119 0.0136 0.0028 0.0020 0.0042 

识别不足检验 
LM 统计量 7.989 7.971 6.286 11.769 12.136 11.400 

P 值 0.0047 0.0048 0.0122 0.0006 0.0005 0.0007 

弱工具变量检

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98.246 102.290 85.904 139.288 137.215 119.229 

Kleibergen-Paap 

Wald F 统计量 
46.281 46.607 22.465 32.348 24.564 12.507 

过度识别检验 Hansen J 统计量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铁路密度—技术创新—TFP”这一路径的 Sober 检验的 z 统计量等于 1.3539，“公路密度—技术创新—TFP”
这一路径则为 1.4956，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关于 Sober 检验的细节可参考温忠麟等（2004）。 
2具体来说，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每提高 1%，可以使每万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之和分别提高约

1.41%和 1.49%；每万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之和每增加 1%，可使 TFP 提高约 0.05 个单位。 



N 198 198 198 342 342 342 

𝐿𝐿2 0.8889 0.9061 0.9146 0.7589 0.7756 0.8440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 
从表 7 给出的中介变量回归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的铁路密度的提高，对于

技术创新和市场整合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铁路密度每提高 1%，可以使市场整

合度和技术创新水平分别提高约 0.77%和 1.68%。然而，公路密度对于市场整合

的作用为正但不显著。考虑到市场的整合需要各地区之间充足、快速的商品流动，

但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而公路的跨区域联通作用不如铁路来得显著（刘生龙和

郑世林，2013），所以公路对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市场整合可能帮助有限。 
从表 6 的方程（4）—（6）来看，随着中介变量的逐个加入，中西部地区的

公路密度对于 TFP 的促进作用保持正向显著，但铁路密度的作用则由正向显著

变为正向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在控制了整合市场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中介路

径之后，中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对于 TFP 的直接作用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铁路

对于 TFP 的效应是完全中介效应。这一结果显然值得深入研究，而不是贸然做

出判断。 

表 7分地区中介变量回归结果 

地区 东部 中西部 

中介变量 
市场整合 

𝑅𝑅𝐼𝐼 𝑖𝑖𝐼𝐼𝑖𝑖𝑒𝑒𝑡𝑡 

技术创新 

𝑅𝑅𝐼𝐼 𝑖𝑖𝐼𝐼𝑣𝑣 

市场整合 

𝑅𝑅𝐼𝐼 𝑖𝑖𝐼𝐼𝑖𝑖𝑒𝑒𝑡𝑡 

技术创新 

𝑅𝑅𝐼𝐼 𝑖𝑖𝐼𝐼𝑣𝑣 

ln 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𝑅𝑅 
0.4353** 

(0.2214) 

0.9385*** 

(0.3157) 

0.7665*** 

(0.1202) 

1.6766 *** 

(0.3443) 

ln 𝐼𝐼𝑅𝑅𝐼𝐼𝑖𝑖 
0.2637* 

(0.1517) 

1.5889*** 

(0.1929) 

0.1391 

(0.0882) 

1.2191*** 

(0.165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内生性检验 P 值 0.0928 0.0303 0.0061 0.0036 

识别不足

检验 

LM 统计量 7.989 7.989 11.769 11.769 

P 值 0.0047 0.0047 0.0006 0.0006 

弱工具变

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98.246 98.246 139.288 139.288 

Kleibergen-Paap Wald F 统计量 46.281 46.281 32.348 32.348 

过度识别

检验 
Hansen J 统计量 0.000 0.000 0.000 0.000 

N 198 198 342 342 

𝐿𝐿2 0.3817 0.8829 0.5200 0.8483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进一步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基础设施对 TFP 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加快经济要素

的流动来实现的。完备的基础设施便利了商品的流动，拓宽和整合了产品市场，

使企业得以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也要面对更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将促进整个经济

体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此外，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得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愈发充分，

新技术的火花将会在交流碰撞中不断闪现，使得生产函数的前沿面不断外移，最



终带来 TFP 的提高。由此可见，基础设施对 TFP 的促进作用并非来自基础设施

建设本身，而是来自基础设施对要素流动的强化，基础设施对 TFP 提高的边际

效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利用效率。 
本文借鉴王自锋等（2014）的做法，用每公里铁路和公路的年旅客周转量（单

位：万人/公里）来衡量铁路和公路的利用效率。从图 1 中可以发现，我国铁路

的利用效率自 1999 年起稳步上升，但公路的利用效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的铁路公路利用效率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这与

既有研究的结论接近（张天华等，2018）。但这一发现仍不足以解释表 6 方程（6）
的结果：为何在铁路和公路的利用效率都比较低的中西部，仅有铁路在控制整合

市场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路径之后，对 TFP 的作用不再显著。 

 
图 1分地区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为解决这一疑问，本文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技术，考察铁路和公路对 TFP 的

作用是否随着利用效率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将铁路和公

路的利用效率作为门限变量，考察二者对铁路和公路与 TFP 之间关系的影响。 

表 8铁路利用效率的门限效应检验 

门限变量 𝐻𝐻0 𝐻𝐻1 F-stat Prob 结论 

铁路利用效率 
无门限 一个门限 176.54 0.0000 拒绝𝐻𝐻0 
一个门限 两个门限 48.8 0.0300 拒绝𝐻𝐻0 
两个门限 三个门限 39.13 0.5450 接受𝐻𝐻0 

表 8 给出了铁路利用效率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Bootstrap 仿真（300 次）结

果显示存在两个显著的门限值，分别为 6.1692 和 6.9523。进一步地，表 9 给出

的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随着铁路利用效率的提高，铁路密度每增加 1%可提高的

TFP 水平从 0.0968 个单位上升为 0.2632 个单位。可见，铁路建设对 TFP 的促进

作用受利用效率的影响非常明显，中西部地区对铁路设施利用不足阻碍了其作用

的发挥。 

表 9面板门限回归结果 

变量名 TFP 

ln 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𝑅𝑅（滞后一期） 

ln𝑇𝑇𝐼𝐼𝑃𝑃𝑃𝑃 ≤ 6.1692 
0.0968*** 
(0.0141) 

6.1692 ≤ ln𝑇𝑇𝐼𝐼𝑃𝑃𝑃𝑃 ≤ 6.9523 
0.1664*** 
(0.0123) 

6.9523 ≤ ln𝑇𝑇𝐼𝐼𝑃𝑃𝑃𝑃 
0.2632*** 
(0.0121) 

0

500

1000

1500

2000

铁路利用效率

东部 中西部

0

50

100

公路利用效率

东部 中西部



ln 𝐼𝐼𝑅𝑅𝐼𝐼𝑖𝑖（滞后一期） 
0.1218*** 
(0.0081) 

Gov 
-0.0986 
(0.0672) 

Sec 
-0.4538*** 
(0.0475) 

Exp 
-0.2513*** 
(0.0378) 

_Cons 
0.1706*** 
(0.0251) 

省份固定效应 Yes 
N 540 
𝐿𝐿2 0.8593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10 则展现了对公路利用效率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Bootstrap 仿真（300
次）结果显示并不存在显著的门限值，即公路利用效率的变化，并不会显著改变

公路密度与 TFP 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表 6 方程（6）的结果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铁路对 TFP 的促进作

用受铁路利用效率的影响较大，由于中西部地区铁路利用效率较低，在控制通过

中介变量形成的间接作用之后，铁路密度对 TFP 的直接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另

外，中西部地区的公路利用效率同样比较低，但由于公路与 TFP 的关系对公路

的利用效率并不敏感，所以使得公路对 TFP 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仍然得到充

分发挥。 
表 10公路利用效率的门限效应检验 

门限变量 𝐻𝐻0 𝐻𝐻1 F-stat Prob 结论 

公路利用效率 
无门限 一个门限 10.61 0.7233 接受𝐻𝐻0 
一个门限 两个门限 7.76 0.7367 接受𝐻𝐻0 
两个门限 三个门限 6.93 0.5700 接受𝐻𝐻0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

设在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6 年我国的铁路里程已

达 12 万公里，公路里程接近 500 万公里，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里程均为世界第

一。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已不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然而，发展方式转型

的客观需求使得基础设施在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确，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助力

高质量和高效率发展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本文通过 1999-2017 年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

面板门限回归技术，证明了基础设施对于 TFP 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

这一作用是通过整合市场和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的。分地区回归结果显示，东部

地区可能存在“创新泡沫”，本文通过更换变量指标排除此项干扰，基本结论未

受影响；跨区域联络效应较强的铁路基础设施更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市场整合，

但较低的利用效率使得铁路对于中西部地区 TFP 的促进作用有所折扣。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整合市场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途径提高经济效率，符合

经济高效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因此不宜立刻停止。 
（2）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不可偏废，政府部门要注重市场壁垒的破除和创

新环境的培育，使“硬”基建与“软”环境相得益彰，保证基础设施对 TFP 的

作用途径畅通有效。 
（3）主管部门应当预估基础设施建成之后的利用效率，并将其纳入基础设施投

资决策的影响因素，避免重复建设和随意建设。只有较高的利用效率才能保证基

础设施更好地促进 TFP 的提高。 
（4）进入 2020 年以来，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

基础设施被频繁提及。在“新基建”即将全面铺开之时，统计部门应当尽快完善

与“新基建”相关的统计指标和报告，使研究者能够更好地评估其经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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